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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装情绪的人际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冯柔佳  毕研玲  付小丽  王  佳  李梦珠 
(陕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暨陕西省行为与认知神经科学重点实验室, 西安 710062) 

摘  要  伪装情绪是指在情绪交互的过程中, 人们展现实际不存在的积极或消极情绪, 放大亦或是压抑原本

的情绪。伪装情绪是一种策略选择的结果, 表现者所展现的情绪在当下可能并未发生, 但却能在某种程度上令

人信服。目前关于伪装情绪的研究比较分散, 对于伪装情绪人际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还存在着一定争议。现有

文献多从博弈过程、亲社会行为情境、组织情境和领导效果四个方面对伪装情绪的人际效应进行探讨, 其中

相关的机制包括情绪接受者的情感反应及“以己度人”的内心过程。未来的研究可以从情绪接受者、群体伪装、

伪装情绪效价、认知神经机制以及文化等方面, 对伪装情绪展开深入系统性的研究。 
关键词  伪装情绪; 情绪策略; 情绪感知; 情绪交互; 情绪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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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情绪(emotion)是以主体的需要、愿望等倾向

为中介的一种心理现象, 是一种伴随着个体某种

外部表现的内部主观体验, 涉及许多层次的神经

和化学整合(Lindsley, 1951)。情绪不是我们血液中

的物质, 而是通过我们表演和讲述组织起来的社

会体验(Rosaldo, 1984), 是文化的产物(Kövecses, 
2000)。在互动中, 人们把情绪作为社会和文化产

品(Boehner, DePaula, Dourish, & Sengers, 2007), 
传递信息, 有效沟通, 让个体能够更好地适应和

生存。比如婴儿通过情绪和成人交流, 成人通过

情绪了解自己与他人的身心状态。倘若人类社会

没有了情绪, 那么社会网络就没有了连接点的线, 
整个社会不过是一个点集而已。因此, 情绪在人

们的社交互动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是我们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它与理性交织在一起, 是我

们作为人类的特质之一(Peleckis, 2013)。 
作为一种有目的、有思考成分的行为模式(Dewey, 

1895), 情绪可能由一个可识别的事件被动诱发而

来, 也可能是为了达到目标而主动生成的一种手

段(Potworowski & Kopelman, 2008)。在很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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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中, 人们会策略性地管理或表达自己的情绪, 
从而实现自己的目的。情绪的策略性表达是一种

重要的情绪管理能力, 它涉及到是否以及如何表

达一种真实的或是伪装的情绪。无论是真实的还

是伪装的 , 策略性地表达情绪可以作为个体的  
行为说服策略 , 在一定程度上达到预期的效果

(Potworowski & Kopelman, 2008)。然而, 策略性

情绪表达在给个体带来积极的影响同时, 也会伴

随着不利因素。以往研究显示, 积极情绪的策略

性表达(如快乐)既可以帮助个体在潜在的整合环

境中发展长期互惠关系(Kopelman & Rosette, 2008), 
也能产生包括削弱他人信任等在内的诸多负面效

应(Caza, Zhang, Wang, & Bai, 2015)。Peleckis (2013)
也指出, 当人们隐藏自己的真实情绪并试图在工

作中实现效用最大化时, 一些非预期结果也会相

伴而来, 进而对人际关系造成不良影响。 
在社会交往中, 人们往往策略性地选择情绪

表达来实现更理想的目标。伪装情绪是一种常见

的情绪表达策略。它是指在情绪交互的过程中 , 
人们表达出实际不存在的积极或是消极情绪, 放
大亦或是压抑原本的情绪(Ekman & Friesen, 1975)。
伪装情绪是个体情绪体验与情绪表现不一致的行

为(童萍 , 吴承红 , 2008)。在伪装情绪的过程中 , 
情绪表达者展现的情绪 , 可能在当下并未发生 , 
但却能由于在某种程度上令人信服而达到个体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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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目的。比如愤怒的人可能通过假装悲伤来增

加他人的同情; 顾客可能通过假装愤怒而使得服

务员加快服务速度; 病人也可能通过夸大痛苦来

引发他人的关注, 等等。因此, 伪装情绪作为一种

情绪信息广泛存在于社会交往中, 并对人们生活

工作的方方面面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那么, 情绪的接受者是如何感知他人的伪装

情绪并受到伪装情绪的影响呢？由于在情绪表达

过程中会伴随着一些可以识别的相关线索, 而这

些线索一旦被感知到, 情绪接受者的认知、态度

和行为会受到他人伪装情绪的影响。以往研究发

现, 学龄前儿童已经能清楚地区分真实的和表面

的情绪, 并且理解许多控制情绪表达的社会表现

规则(Banerjee, 1997)。由于表情是情绪最敏感的

外显表现。因此, 很多研究者都是通过表情来研

究情绪(Lindsley, 1951; Cacioppo & Gardner, 1999)。
在日常生活中, 人们可能会根据语言(Dellaert, Polzin, 
& Waibel, 1996, 林菡, 张侃, 2009)、面部表情(Cohen, 
Garg, & Huang, 2000)、手势(Glowinski, Camurri, 
Volpe, Dael, & Scherer, 2008; Kipp & Martin, 2009)
和其它各种生理线索对他人情绪进行判断(Castellano, 
Kessous, & Caridakis, 2008; Haag, Goronzy, Schaich, 
& Williams, 2004)。情绪接受者可能通过微妙的非

语言信号, 比如对方情绪呈现的时间长度或不对

称的面部收缩来判断对方的情绪表现是否真实

(Borod & Koff, 1984)。Ekman 和 Friesen (1978)认
为, 未经训练个体的伪装情绪与典型的面部表情

会有显著差异, 这些差异常常会导致情绪接受者

观察到的情绪和对方试图伪装的情绪之间存在不

同(Padgett, Cottrell, & Adolphs, 1996), 从而使得

情绪接受者作出情绪伪装者非预期的反应。因此, 
职业玩家在赌场上经常会用帽子和太阳镜隐藏面

部表情(Kappas, Bherer, & Thériault, 2000), 防止

对方根据自己不可控制的情绪表现作出判断, 影
响最终的输赢。基于此, 伪装情绪虽然是为情绪

表达者的个人目的服务, 但是否能达到预期目的, 
还需看情绪接受者是否能够被伪装情绪成功地说

服。因此, 不论情绪表达者能否成功伪装情绪, 情
绪接受者对于情绪线索的接受及解释, 都是伪装

情绪产生人际影响的重要的中间环节。 
基于以上论述, 情绪表达过程为情绪判断提

供了信息, 情绪接受者可以将这些信息纳入到自

己对情绪表达者的评价体系中(van Kleef, 2009), 

并结合情绪表达的具体内容, 综合推断情绪表达

者具有的性格品质(van Kleef, van Doorn, Heerdink, 
& Koning, 2011)。由于在表达伪装情绪的过程中, 
情绪表达者表现出来的情绪线索和接受者感知到

的线索之间可能存在不一致(Côté, 2005; Hochschild, 
1983), 并且情绪接受者可以察觉到这种不一致

(Côté, Hideg, & van Kleef, 2013), 此时, 情绪接受

者会从符合自身实际感受角度, 推断对方所体现

情绪的真实性。当情绪接受者察觉到对方的情绪

不真实时, 可能会将其解释为情绪上的不诚实和

对人际交往兴趣的缺乏(Frank, Ekman, & Friesen, 
1993), 但情绪接受者也可能从这些不真实情绪当

中获得更积极的体验, 更有利于推动人际间的互

动(Wong, 2013; Lechner & Paul, 2017)。因此, 情
绪接受者如何感知、解读伪装情绪, 是伪装情绪

对人际关系的形成及发展产生影响的决定因素。 
正是由于生活中情绪作为信息传递的普遍性, 

以及情绪接受者感知到伪装情绪的可能性, 我们

希望通过对相关领域文献整理, 更深入地探究伪

装情绪在人际方面的影响及其机制。随后的内容

中, 我们首先从伪装情绪人际影响的四个方面入

手, 系统介绍了现有的关于伪装情绪的主要研究

领域, 之后又分析了伪装情绪对人际关系产生影

响的可能原因, 建构了伪装情绪人际效应作用路

径模型。在以上内容基础上, 最后整理了伪装情

绪领域目前存在的一些局限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

提出了一些建议。 

2  伪装情绪对人际关系的效应  

在生活中, 人们常常通过表达不真实的情绪

达到某些目的或要求。而伪装情绪, 不仅会对情

绪表达者自身心理行为产生一定的效应, 也会对

其人际关系造成显著影响。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梳

理, 伪装情绪的人际影响效应可由短期的偶然的

情绪伪装引发, 也可源于长期的周期性的伪装情

绪。因此, 依据出现的周期性及持续时间, 伪装情

绪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短期偶然的情绪伪装。这是由特定情

境所诱发或为满足某种需要, 在短时的、偶然的

某种情境中产生的伪装情绪。这类情境中, 伪装

情绪的目的明确、具体, 且每次持续的时间也相

对短暂, 人们的决策易受到情绪使用情境及对象

的影响(Rothman & Magee, 2016; van Kleef, de Dr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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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stead, 2010; van Kleef, 2009)。因此, 不同场

合、不同目的伪装情绪都会有所差别。同时, 该
领域很少有文献探究相关情境中产生的伪装情绪

对情境之外的生活或工作会产生什么影响, 而多

是检验伪装情绪对情境中的状态性结果的效应

(Hideg & van Kleef, 2017; Tng & Au, 2014)。“博弈

行为”和“亲社会行为”相关研究中的伪装情绪由

于诱发情境持续时间通常相对短暂, 每次的情绪

目标、情绪策略以及最终目的都会有所差异, 并
且同一种伪装情绪较少反复出现, 其出现的规律

也会随着目的的改变而发生变化(Hideg, 2012; Hideg 
& van Kleef, 2017; Methasani, Gaspar, & Barry, 
2017), 因此, 这两个情境中的伪装情绪效应应该

可以归为这一类。  
第二类是长期周期性的情绪伪装效应。这种

效应是在长期地、反复地对同一种伪装情绪使用

的基础上产生的。在此类情境中, 伪装情绪不仅

能够对人们的工作关系产生一定的效应, 同时也

很大程度地影响着人们工作之外的日常生活(Taxer 
& Frenzel, 2015; Brotheridge & Grandey, 2002; Oc, 
Daniels, Diefendorff, Bashshur, & Greguras, 2020)。
在这些情境中 , 研究者们认为个体倾向于使用

“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 是指要求员工在工

作时展现某种特定情绪以达到其所在职位工作目

标的劳动形式)进行工作, 也就是要求个体与工作

对象在互动过程中使用伪装情绪 (Hochschild, 
1983)。以往文献中, “组织工作”和“领导行为”两个

领域中的伪装情绪由于针对的情境和对象都相对

稳定, 且具有持久性、重复性的特点, 因此大致可

以归于这一类。 
下面的内容将从以上四个方面入手, 系统探

讨伪装情绪对个人交往动机、组织效率、组织过

程以及在无关领域的持续获益等方面的效应。我

们希望通过对这些研究领域的深入讨论, 为伪装

情绪的后续研究提供更为系统的理论支撑。 
2.1  伪装情绪在行为博弈中的人际效应 

博弈是指在多决策主体的行为之间具有相互

作用时, 各主体根据所掌握的信息及对自身能力

的认知 , 做出有利于自己决策的一种行为(Suits, 
1967)。博弈是人们在日常社会交往中不可避免的

程序：消费者可能会与店老板进行博弈, 从而获

得更加优惠的价格; 谈判者通过博弈获得令双方

都能够接受的条款; 管理人员与员工也会对加薪

问题进行博弈, 等等。在博弈的过程中, 双方情绪

的强度和类型能够影响博弈的结果。如在商品消

费领域里, 买卖双方对对方情绪信号的感知, 会
影响最终的价格决策。也即在竞争环境中, 当一

方表现出更加消极情绪时, 另一方更容易做出价

格上的让步(Bhattacharjee & Moreno, 2017)。因此, 
博弈双方在博弈过程中往往都会采取一定的情绪

策略。而伪装情绪是博弈过程中个体最常使用的

情绪策略, 在这个过程中, 人们使用情绪信息误

导对方, 从而达到预期目的(Gino & Shea, 2012)。
再如, 博弈的双方会在互动过程中通过伪装自己

的情绪 , 从而影响双方信息共享的程度(Steinel, 
Utz, & Koning, 2010), 进而达到让对手让步, 使
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在博弈过程中, 情绪既是前因, 也可以是结

果(Gaspar & Schweitzer, 2013)。情绪在人际交往

中是能够传递的(Filipowicz, Barsade, & Melwani, 
2011)。情绪传递在博弈过程中尤为重要, 博弈一

方的情绪可以传递给另一方 , 并影响他们的决

策。博弈者常常需要利用对手的情绪作为信息来

源, 对博弈对象的情绪进行感知和判断, 进而直

接影响博弈决策和结果(van Kleef, 2009)。所以, 
老练的博弈者可能会在博弈过程中伪装自己的情

绪, 而有经验的对手同样也会在这个过程中采取

相应的情绪应对策略。Tenbrunsel (1998)的研究也

证明了这一点, 他认为当谈判者对对方的信任减

少时, 他们更有可能在谈判中使用“防御性欺骗”。
也就是说, 因为担心被对手欺骗, 自己会在博弈

过程中主动使用欺骗策略。因此, 博弈是一个双

方据理力争的过程, 情绪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信

息作用。博弈的一方释放情绪信息, 另一方则根

据对对方情绪的解释, 调整自己的情绪策略, 形
成反馈。在这个过程中, 伪装情绪被广泛地使用

着, 博弈双方都会通过表现伪装情绪或是对伪装

情绪形成应对策略, 力图在博弈中获得最好的结果。 
伪装情绪对博弈双方关系的发展也起着一定

作用, 它可能促进或是阻碍博弈过程。人们可能

利用情绪策略, 伪装自己真实的情绪, 放大、压抑

或是捏造自己的情绪表现, 促使博弈结果更加符

合自己预期。但是, 一旦对手感知到他们的伪装

情绪时, 结果可能就会和他们的预期产生偏差。

比如表达中等强度的愤怒会引起谈判对手的让步

(Adam & Brett, 2018), 那么当个体认为使用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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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在经济利益竞争上有益时, 他们可能会故意

夸大自己的愤怒程度用以获益 (Andrade & Ho, 
2009)。但是谈判中的虚假愤怒只会产生少量利益, 
并不利于长期持续性关系的发展, 因为伪装愤怒

会引起对方真正的愤怒并削弱对方对自己的信任

感(Campagna, Mislin, Kong, & Bottom, 2016)。Côté
等人(2013)也发现了类似结果, 他们的研究发现, 
与那些伪装愤怒的人相比, 参与者更有可能信任

情绪中立的人。另外, Tng 和 Au (2014)的研究也

关注了真实情绪与非真实情绪对谈判的影响：当

人们感知到对方的愤怒不真实时, 会做出更少的

让步。Adam 和 Brett (2018)的研究也表明, 在博弈

过程中, 由于情绪接受者认为对方表达的愤怒水

平是不恰当的, 因而高水平的愤怒对博弈结果产

生更多的负性影响。 
总之, 博弈不仅仅是在谈判桌上进行的, 它

也广泛渗透在人们生活的很多方面。伪装情绪是

博弈情境中经常使用的一种策略, 也是博弈结果

的重要影响因素。一方面, 伪装情绪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为博弈者服务, 实现在博弈过程中的利益

最大化。但另一方面, 伪装情绪也并不总是能成

功说服博弈对象, 甚至可能造成相反的效果。不

同的人对于情绪有着不同的解读和不同的反应方

式, 因此情绪接受者对于伪装情绪的主观感知会

影响自己情绪博弈策略的选择(Methasani, Gaspar, 
& Barry, 2017)。也正是因为如此, 情绪伪装的效

果可能达不到情绪表达者的预期。 
2.2  伪装情绪在亲社会行为中的人际效应 

伪装情绪对亲社会行为影响, 也是相关领域

研究的一个热点。亲社会行为是指在没有回报的

情况下, 行为者自愿给予他人利益的行为(Andreoni, 
1990)。情绪表达是用来推断互动伙伴性格和社会

意图信息的线索之一 (Rothman & Magee, 2016; 
van Kleef et al., 2010)。Barasch 等人的研究表明, 
不论表现出的情绪水平是亲社会行为的前因还是

结果, 情绪表达者的情绪越强烈, 情绪接受者感

知到的亲社会水平就越高。也就是说, 在亲社会

行为发生之前或是在亲社会行为发生之后, 亲社

会行为实施者对接受者或相关事件表现出的情绪

越强, 情绪接受者都更倾向于认为实施者的亲社

会水平更高 (Barasch, Levine, Berman, & Small, 
2014)。基于以上研究, 伪装情绪对亲社会行为的

影响途径应该包括以下两个假设：第一, 由于人

们普遍希望给他人留下好印象, 那么在亲社会背

景下 , 当情绪表达者为了给他人留下好印象时 , 
可能会对自己情绪进行伪装, 从而影响情绪接受

者的判断; 第二, 当情绪接受者认为对方想要给

自己留下好印象, 那么他们也可能倾向于认为情

绪水平高的表现者伪装了情绪, 并以此调整自己

的情绪反应策略。  
基于以上两个假设, 我们可以推论情绪接受

者对情绪是真实的抑或是不真实的感知, 会直接

影响到他们的态度及自身的亲社会行为。研究表

明, 当人们认为自己或他人的行为思想符合道德

标准 , 就会产生积极情绪 , 如喜爱和赞赏; 否则

就会产生消极情绪, 如反感和厌恶(周详, 杨治良, 
郝雁丽, 2007)。因此, 情绪接受者对情绪真实和不

真实的感知, 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态度, 从而影

响自身的亲社会行为。情绪不真实的感知会令情

绪接受者产生消极反应, 这是因为当情绪表达者

试图表达某种情绪(不论这种情绪是否真实), 但
情绪接受者感知到的具体情绪并不符合情绪表达

者的预期时, 情绪接受者便会对对方的性格进行

相应的推断：如果情绪接受者认为对方展现了不

真实的情绪, 那么对方也可能在其他重要问题上

有所隐瞒(Côté, 2005)。比如, 当情绪表达者试图

在捐赠过程中传递悲伤的情绪, 但情绪接受者并

未成功接收到这种情绪信息时, 便可能对双方关

系产生影响。在这样的情形下, 对于情绪接受者

来说, 与信任相关的判断很可能也会受到其对情

绪表达者情绪真实性判断的影响(Chen, Saparito, 
& Belkin, 2011)。因此, 在情绪接受者的眼中, 表
达不真实情绪的个体的可靠性被削弱了, 信任感

就会被破坏。而信任感又是亲社会行为的重要的

预测指标(Bendapudi, Singh, & Bendapudi, 1996)。
这就意味着当情绪接受者认为他人表达的情绪不

真实时, 他们对这个人的信任度会降低, 更不愿

意做出亲社会行为(Hideg, 2012)。Hideg 和 van 
Kleef (2017)的实验表明, 与表达真实情绪(快乐)
的筹款人相比, 捐款人捐款的数量在感知到筹款

人表现的快乐并不真实时会明显减少。 
综上所述, 尽管目前关于伪装情绪对亲社会

行为影响的研究还比较零碎分散, 缺乏一定的系

统性, 但多数研究一致表明, 伪装情绪对他人亲

社会行为水平存在负性影响。这可能是由于亲社

会行为本身是相对纯粹的：当人们没有意识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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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情绪存在伪装时, 高水平的情绪确实能在一

定程度上激发人们的亲社会行为; 然而, 当人们

感知到他人伪装情绪时, 反而会在很大程度上降

低自己的亲社会行为水平。 
2.3  伪装情绪对组织情境中工作绩效及工作关

系的影响 
在组织工作中, 人们同样会通过有意识地管

理表达出来的表情及肢体语言(Hochschild, 1983), 
来伪装与工作对象互动过程中的情绪。情绪伪装

在组织工作情境中也是一个重要的情绪调节策

略。一般来说, 深层情绪及表层情绪的表达都是

组织工作中常见的伪装情绪, 具有一定的主动性

及目的性(傅慧, 段艳红, 2013)。深层情绪是指情

绪表达者自身的内部体验与公开的表现更为匹配

时的伪装情绪表现, 所引发的情绪表现也相对较

真实, 产生的效果也较为积极; 而表层情绪行为

是指情绪表达者内心真实的情绪体验与表现出的

情绪不匹配时的伪装情绪表现, 表层情绪行为将

会产生更多的非预期效应 (Côté, 2005; Grandey, 
2003)。由于深层情绪反应所引发的情绪体验与真

实情绪较为接近, 因此下文讨论的伪装情绪皆指

表层情绪反应。 
在组织环境中, 人们常常要学会伪装自己的

情绪 , 以完成组织的期待 (Harrison & Stephens, 
2019; Miller, Considine, & Garner, 2007)。在这个

过程中, 伪装情绪会影响工作绩效以及组织绩效

(Ute, Jonas, & Günter, 2010), 并对情绪表达者自

身产生显著的消极影响。研究表明, 员工频繁伪

装幸福能够预测较低的客户满意度(Bujisic, Wu, 
Mattila, & Bilgihan, 2014; Wang, Nguyen, Johnson, 
& Groth, 2017; Delpechitre & Beeler, 2017), 也能

降低客户对服务提供者的信任感(Cameron & Payne, 
2011; Wang & Groth, 2014)。此外, 在工作中使用

伪装情绪而产生的情绪不协调, 会引发员工对工

作的不满(Pugh, Groth, & Hennig-Thurau, 2011), 
进而对整体的组织沟通效率及组织氛围产生负面

影响(Muchinsky, 1977), 最终降低组织绩效。以教

师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也表明, 长期性的情绪伪装

会降低教师的幸福感, 最终影响到教师的工作效

果及师生关系(Taxer & Frenzel, 2015; Gray, Wilcox, 
& Nordstokke, 2017)。在其他工作领域, 如以警察

为对象的研究表明, 人们对警察的信任度与他们

对警察积极情绪真实性的感知有关：人们越是认

为警察积极情绪是真实的, 他们就越倾向于相信

相应警察的工作表现更出色, 而越是认为警察积

极情绪是伪装的, 他们则更不相信警察能在工作

中表现出色(Gelderen, Konijn, & Bakker, 2011)。与

此类似, 在医疗过程中, 医生伪装或者掩饰自己

的情绪越多, 患者的满意度就越低(Yagil & Shnapper- 
Cohen, 2016)。还有研究者认为, 较多的表层情绪

行为能够显著预测较差的心理健康水平(黄敏儿, 
吴钟琦, 唐淦琦, 2010)和较高水平的情绪耗竭(胡
君辰, 杨林锋, 2009)。因而, 较多的表层情绪行为

更可能诱发工作之外的自我迷失和更高水平的工

作倦怠(Brotheridge & Grandey, 2002; Zhan, Wang, 
& Shi, 2016)。总之, 伪装情绪作为一种情绪策略, 
在各行各业的组织工作中被广泛地使用着, 并对

员工个人及其情绪交互对象之间的人际关系都有

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大量的研究结果显示, 员
工在工作中伪装情绪的程度与更加消极的人际效

应和较差工作绩效相联系。 
但另一方面, 也有研究表明, 伪装情绪有时

也会对员工工作绩效及工作关系产生积极效应。

Groth等人的研究发现, 员工不真实的幸福感并不

影响客户对服务质量的评价(Groth, Hennig-Thurau, 
& Walsh, 2009), 这很可能是因为伪装积极情绪与

服务满意度并无关系(Wang & Groth, 2014)。另外, 
Wong (2013)的研究也显示, 消费者对情绪真实性

的看法是变化的, 表达和放大积极情绪有助于实

现工作场所互动的目标。Lechner 和 Paul 的研究

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也就是说, 体验积极情绪

的顾客认为一线员工的积极情绪表现更真实, 而
不考虑其客观真实性的程度(Lechner & Paul, 2017)。 

基于以上文献梳理, 目前研究对于伪装情绪

在组织工作过程中的人际影响的性质尚未形成统

一的结论。即便是面对同一种情绪, 不同情绪接

受者对表达者情绪真实性的主观感受并不相同 , 
对情绪接受者的态度及行为产生的效应也不同

(Hideg, 2012)。Hideg 和 van Kleef (2017)认为影响

伪装情绪效应的一个重要调节变量是情绪接受者

的辩证思维。由于辩证思维允许人们从不同的角

度思考问题 , 导致思考结果的多样性 , 从而使得

伪装情绪对人际关系影响效果的多元化。而 Wang
和 Groth (2014)的研究表明, 伪装情绪的效果可能

和熟悉度有关：相对来说, 与员工熟悉的客户对

员工压抑负面情绪更不敏感, 更不易感知到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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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实情绪。总之, 伪装情绪在组织工作情境中

的效应受到了多种变量的调节。在应用相关研究

结果减少伪装情绪消极效应、促进员工人际关系

和生产效率时, 还要考虑到受众的人格特征、任

务特征以及工作环境特点等细节问题。 
2.4  伪装情绪对领导效果的影响 

领导效果是领导力的体现, 但它反映的并不

只是领导个人的作用, 而是在领导带领下, 整个

组织团队工作的成效。领导效果是领导者、被领

导者、工作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结果。真

实的情绪表达对团队绩效有促进作用。如 Moon
等人的研究发现, 感知到领导对顾客更真实的情

绪表达, 会提升员工对领导者的认同和信任, 从
而提升员工的工作绩效(Moon, Hur, & Choi, 2019)。
Weiss 等人的研究则发现, 随着与员工互动的增

加, 表达真实情绪的领导者工作压力会减少; 而
偏好伪装情绪的领导者工作压力则会逐渐变大

(Weiss, Razinskas, Backmann, & Hoegl, 2017)。对

于大多数组织来说, 成员之间的互动是团队共享

信息的重要媒介(Patrashkova-Volzdoska, McComb, 
Green, & Compton, 2003, 葛宝山, 刘牧, 2014)。同
时, 互动、沟通和信任是影响领导、团队绩效和

创造力的关键因素(Boies, Fiset, & Gill, 2015)。因

此, 对于领导者来说, 伪装情绪可能会通过对组

织成员之间的互动沟通的质量而对领导效果产生

消极影响。例如, 一般来说, 当领导者表现出谦虚

时, 员工会更有信心表达真实的自我; 但是当怀

疑领导者谦虚的真实性时, 员工与领导者之间的

情感关系会变得脆弱(Oc et al., 2020), 最终导致

领导效果下降。 
尽管伪装情绪可能会对领导效果产生负面影

响, 但是在很多情境中, 真实的情绪却无助于领

导效能的提升。现有的很多文献表明, 诚实、开

放和信任是良好关系的标志, 真实的情绪表达有

助于社会互动(Hareli & Hess, 2012; Niedenthal & 
Brauer, 2012), 有利于团队创新(李先江, 2011)。但

是真实的情绪在职场领导行为中并不总是行得

通。研究表明, 在感知领导者有效性方面, 情绪不

真实但有德行的领导者与情绪真实但品行不端的

领导者之间, 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Bartsch, Mansur, 
& Ramus, 2018)。领导者身上的积极特质并不一定

会得到追随者的积极回应。当领导者更有原则时, 
员工实际上会伪装得更多, 他们通常会通过假装

合群, 尽量表现出与组织相匹配的价值观等方式

创造一致性表象(Hewlin, Dumas, & Burnett, 2017)。
而 Liraz 和 Guttmann (2018)也发现, 有时表现出

消极的真实情绪无助于职场人际关系的形成或加

强, 反而更可能会产生负面效果。也就是说, 当员

工感知到领导者表现出真实的负面情绪时, 更可

能会损害两者之间的关系质量。 
此外, 员工使用伪装情绪也会对领导效果产

生消极影响。一般来说, 在职场中为了迎合组织

一致性的需求, 在实际工作场合, 员工可能通常

会选择隐藏自己的负面情绪, 以掩盖自己真实的

情绪(Salmela, 2005)。但是当员工掩饰了自己的真

实情绪, 而管理者恰恰善于感知情绪时, 伪装情

绪的表达会更加损害职场的人际关系质量 (Xu, 
Liu, & Guo, 2014)。领导效果不单是领导对整个团

队促进作用的检验, 同样是整个组织团队良性互

动的重要指标, 当领导者与下属的关系不能维持

健康的状态时, 领导效果势必受到影响。 
诚如前所述, 伪装情绪对领导效果既存在着

积极效应, 也有着明显的消极影响。这就导致在

某些情境下, 伪装情绪会破坏领导与员工之间的

关系; 而在另一些情境下, 伪装情绪又是一种适

应职场的品质。在复杂的职场环境中, 对领导而

言, 想要发挥好领导效能, 需要下属对组织的满

意及忠诚; 对下属来说, 个人自我实现的程度是

很重要的职场内容。领导与员工双方如何协调两

者关系, 使得领导者能更好地掌舵, 下属也能够

执行领导意图, 保质保量完成目标, 并使得领导

效果最大化, 调整情绪策略和使用伪装情绪在解

决这些问题时扮演着重要角色。 

3  伪装情绪人际效应的机制 

由于人际交往的复杂性, 伪装情绪对人际关

系的效应是多元的。因此, 目前针对伪装情绪人

际影响相关研究的结论并不存在纯粹的积极效应

或是纯粹的消极效应。但伪装情绪作为一种传递

着重要信息的情绪策略, 对人们的日常交往有着

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这一观点是毋庸置疑的。同

时, 结论的不一致性也提示我们伪装情绪对人际

交往的效应很可能受到了其他变量的调节, 存在

着不同的机制或者影响的途径。那么, 伪装情绪

是如何影响各领域人际交往的呢？伪装情绪影响

人际交往的途径和机制又有哪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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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说, 伪装情绪对人际关系产生影响的

途径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图 1)：首先, 从情绪表

达者的角度来看, 当情绪表达者为了不纯粹的目

的对情绪进行伪装, 会产生两种人际效果：一是

伪装成功, 情绪接受者相信表达者的情绪表现。

在这种情境下, 伪装情绪的人际关系效应和正常

情绪表现产生的人际关系效应大体一致, 因为这

两种情形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唤起情绪接受者相应

的情绪; 而另一种结果是伪装失败。情绪接受者

能够或多或少感知到表达者的情绪表现的不真实, 
而这种情况下的结果就比较复杂, 因为这是一个

由情绪表达者、情绪接受者以及环境相互作用的

动态过程。表达者的动机、特质, 接受者的文化

类型、推理能力以及伪装情绪的场景等等, 都会

影响接受者的行为决定。情绪接受者的决定又会

形成反馈, 使表达者重新布置情绪策略。因此, 从
表达者的角度预期伪装情绪的效果时, 会出现两

种可能：伪装成功或是伪装被识别。 
其次, 从情绪接受者的角度看, 情绪接受者

可能被表达者的伪装情绪说服, 也可能成功识别

对方的伪装情绪。与前一段两种情况相对应, 当
情绪接受者被伪装情绪说服时, 他们的反应或决

定与感知到真实情绪时的表现一致; 当情绪接受

者成功识别对方伪装情绪时, 则会根据这些情绪

信息调整自己的情绪策略。但还有一种情况比较

特殊, 也即是第三种影响途径, 那就是情绪表达

者并未伪装情绪, 但情绪接受者认为他们进行了

伪装。这时, 情绪接受者会以与处理伪装情绪相

同的方式来调整自身情绪表达。因此即便是面对

同一种情绪, 如对对方情绪真实性的主观感受不

同, 情绪接受者也会对情绪表达者产生不同的态

度及行为方式(Hideg, 2012)。因此, 由于个体的差

异性及情境的复杂性, 人们常常受制于自身局限, 
在对接受到的情绪信息进行分析应对时, 难免出

现偏差, 进而产生不同的情绪应对策略。我们认

为, 这种情况下情绪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也是“伪
装情绪”带来的。 

综上所述, 不论是站在情绪表达者的角度还是

情绪接受者的角度, 接受者对伪装情绪的感知, 是
决定伪装情绪如何发生作用的重要因素。情绪接受

者怎么感知情绪以及如何解读情绪, 将会对双方

的人际交互产生决定性影响。基于此, 我们将从情

绪接受者的角度探讨伪装情绪人际效应的机制。 
结合以往对情绪的研究, 我们将伪装情绪人

际影响的机制大致归结为以下两种：一是情绪接

受者的情感反应, 也就是由于情绪传递和情绪感

染引发的情绪唤起 ; 二是以己度人 , 将心比心 , 
从自己的角度推测别人。 

 

 
 

图 1  伪装情绪人际效应作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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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由情感反应引起的人际效应 
情感反应(affective reaction)可能是伪装情绪

效应的一个机制。“情感反应”是指情绪接受者被

情境特征激发的情绪行为, 以及通过观察他人的

情绪表现而产生的喜好体验(van Kleef, 2009)。情

感反应的过程也是一个情绪传递的过程(Hatfield, 
Cacioppo, & Rapson, 1993)。广义上的情绪传递是

指由他人情绪激发, 情绪接受者将自己的情绪状

态和表达者趋于一致的过程(Hoffman, 2002)。在

情感反应的过程中, 情绪表达者的情绪能够唤起

情绪接受者相应的情感。一个人的情绪状态可以

影响他人的情绪感知, 因而当情绪表达者成功伪

装了自己的情绪时, 情绪接受者会产生情绪共鸣, 
进而影响接受者的行为态度。正是由于情感反应

的存在, 使得人们能够通过情绪策略, 实现亲社

会和自我服务的目标(Cialdini, 2001)。更有甚者, 
情感反应机制可能被一些具有不纯粹目的的人利

用, 制造操纵性的场景, 以达到某种目的(Salovey 
& Mayer, 1990)。比如在捐赠情境中, 筹款人可能

会夸大自己的悲伤水平来获得更多的捐赠, 当捐

款人被夸大的悲伤水平影响, 发生情感反应, 继
而产生相应水平的同情心理时, 就更有可能做出

有利于筹款人的捐款决策。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

释了人们为什么愿意冒着被揭穿的风险进行情绪

伪装。总之, 尽管面对同一种情绪, 情绪接受者情

绪反应的程度也会由于其对情绪信息解读的不同

而有所差异, 但不可否认, 情绪接受者的情绪反

应是对情绪表达者的积极反馈, 也是伪装情绪发

生人际效应的重要机制。 
3.2  由“以己度人”引起的人际效应 

“以己度人”也可能是伪装情绪效应的行为机

制。“以己度人”是指用自己的心理去衡量或揣度

别人。根据对以往文献的梳理, 我们从两个角度

来解释“以己度人”：一是在社会交互过程中, 情绪

接受者站在自己的角度, 根据自有的一套朴素的

经验理论, 比如信念、偏好等, 结合背景因素, 推
测他人的行为成因, 对他人的情绪行为的真实性

做出判断, 并调整自身反应。持有这一视角的观

点以“理论论”为主。第二种取向认为, 在伪装情绪

发生效应的过程中, 情绪接受者会假想自己正处

于对方的情境, 模仿对方可能的心理历程, 同时

对对方的真实反应做出预测。之后结合对方的实

际反应, 判断对方情绪行为的真实性, 从而调整

自己的应对策略。这一取向的观点则以“模拟论”
最具代表性。 
3.2.1  理论论(Theory-Theory) 

该取向的观点认为, 人们能够基于自身的知

识经验, 如自己的文化类型(Hideg, 2012)、推理能

力(Hideg & van Kleef, 2017)等, 从他人的行为、环

境或其他线索中推断出他人的心理状态, 并据此

对对方的心理行为特征进行推测和分析(Wellman, 
1990)。在伪装情绪情境中, 情绪接受者结合自己

的经验以及环境线索, 可能可以察觉到表达者真

实情绪和所表现情绪之间的差异(Côté et al., 2013)。
由于感知到的这些差异, 在不需要确切地知道对

方真实的内心感受的情况下, 情绪接受者也能够

对对方情绪的真实性做出自认为的判断。比如 , 
当赠礼者送出一份礼物, 在收到对方非常愉悦的

反馈时, 他不一定认为对方的情绪有其表现的强

烈, 因为他无意中得知, 对方拥有比这份礼物更

好的同类替代品。这个时候, 赠礼者可能会根据

这些小线索, 推测对方情绪表现的动机：是出于

客套, 还是真实的开心, 从而产生相应的情绪反

应。随后, 情绪接受者会从对方的情绪表现中推

断其性格品质或行为动机：当通过一些线索, 推
测情绪表达者伪装了自己的情绪时, 情绪接受者

可能会认为对方在其他重要问题上也有所隐瞒

(Côté, 2005), 从而对其之后的行为、态度产生影

响(van Kleef, 2009)。总之, 理论论强调站在情绪

接受者自身的角度, 根据已有的知识经验, 对对

方的情绪进行归因。 
3.2.2  模拟论(Simulation-Theory) 

与“理论论”相对的另一种理论是“模拟论”。
模拟论主张, 人们通常通过模拟过程来了解他人

的思想, 在自己的头脑中模拟与目标对象相同的

状态来进行归因(von Eckardt, 1994)。同样以赠送

礼物为例, 在送出礼物的时候, 人们可能把自己

置身于收礼者的心境中, 推测对方收到礼物时的

反应。当对方表现的情绪与预期不一致时, 比如

过于强烈或是过于平淡, 他们会将这种情绪表现

进行重新定义, 并调整自己的回应方式。这是一

个情绪接受者在与他人互动过程中重塑对方行为

的推理过程(van Kleef, 2009)。在这个过程中, 他
们会推演对方情绪相对应的初始状态, 并将自己

置于其中, 通过自己的认知过程, 对整个过程进

行操作, 完成推测过程(Goldman & Sripada,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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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结合对方实际表现做出相应判断及反应。 
总之, “理论论”的核心论点是站在自身的角

度, 根据自己的经验理论, 对目标信息进行推断, 
做出相应的反应。而“模拟论”是站在对方的角度, 
模拟相似的状态, 并进行演绎。这两种理论之争

已持续多年, 但抛开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们的具体

争论, 我们可以发现, 不论是从自身角度还是从

对方角度进行归因, 这两个理论都是人们站在自

己的立场, 对对方的情绪行为进行推测。情绪接

受者会针对对方情绪表现状态, 推断出对方因事

件而感受到的情绪。当对方表现出的情绪与情绪

接受者推测的情绪不相符时, 他们可能会感知到

情绪表达者的情绪不真实并认为对方对情绪进行

了伪装, 据此调整自己的应对策略。情绪接受者

的推测有可能是正确的, 情绪表达者的伪装策略

未成功; 当然他们的推测也可能是错误的, 也就

是表达者并未伪装情绪, 而情绪接受者感知到了

伪装情绪。在这种偏差下, 无论表达者情绪伪装

成功与否, 伪装情绪的人际效应便开始形成了。总

而言之, 人们常常囿于自己的知识经验, 难以摆脱

自己的思想, 完全站在他人的角度进行思考, 由此

便产生了“自认为他人”与“实际他人”之间的不对

称, 当“自认为他人”在情绪行为交互中占据了上风, 
伪装情绪带来的各种人际影响也便由此产生。 

4  现有研究局限和未来研究方向 

4.1  从情绪接受者角度对伪装情绪的人际效应

进行研究 
现有相关领域的研究多是集中在了伪装情绪

对情绪表达者自身心理行为效益的影响。比如在

博弈研究中, 研究者大多关注的是情绪表达者伪

装愤怒, 对其自身的博弈结果产生的影响(Andrade 
& Ho, 2009); 在组织工作的研究中, 研究者更加

关注伪装情绪对情绪表达者人际关系质量和工作

绩效的效应(Ute, Jonas, & Günter, 2010)。然而, 很
少有研究是从情绪接受者的角度, 探讨情绪接受

者更容易识别伪装情绪的条件及其相应的情绪应

对策略。因此, 未来的研究也可以站在情绪接受

者的角度来探讨伪装情绪的人际效应。如情绪接

受者在感知到并加工了环境中其他个体情绪信息

的基础上, 做出相应的情绪行为之后, 再接收实

验反馈。通过这一操作, 使情绪接受者了解其所

感知到的“伪装情绪”是否准确, 并进一步研究情

绪接受者如何调整自己的应对策略。除此之外 , 
社会交往过程所涉及的多方因素, 比如情绪表达

者自身特质、情绪接受者自身特质、双方情感关

系等等, 是相互作用的(Rapoport, 1976)。但是当

前的研究大多是以一个因素为研究对象, 比如只

关注伪装情绪情境中情绪表达者的行为反应, 或
是表达者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的个人效益, 却未能

同时考虑情绪双方在情绪交互过程中的态度行为

变化。因此未来研究还可以关注互动情境中伪装

情绪表达者和接受者双方的情绪策略调整及其相

关的效应。 
4.2  群体伪装情绪的研究 

在社会情境中, 情绪对个体层面的影响与对

群体层面的影响是有所差异的(Cameron & Payne, 
2011; Fischer & Manstead, 2008)。一个群体是有着

纽带、能够进行互动的一群人(Shaw, 1981)。个体

的行为会深深受到所在群体过程的影响, 带有明

显的群体烙印。目前关于伪装情绪的研究多以个

体研究为主, 比如关注伪装情绪对个体行为态度

或是最终效益的影响。然而, 较少有研究关注个

体伪装情绪对群体的效应以及群体伪装情绪对个

体或对群体的效应。人们的社会生活脱离不了群

体而存在, 群体情绪对群体内成员个人及与其互

动的其他群体同样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因此 , 
系统探讨群体伪装情绪的影响因素及其产生的心

理行为效应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般来说, 当一个群体的人有着共同的目标, 

使用同种情绪策略与另一个群体进行互动时, 那
么情绪伪装这个共同的变量是否会对情绪表达群

体之中的个体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呢？具体地说 , 
未来可以探究在形成群体伪装情绪的过程中, 群
体内的情绪传递和群体共同的目标所扮演的角色; 
或是从情绪接受群体的角度, 来研究群体伪装情

绪背景下, 群体成员个人的心理特征。此外, 不同

效价的伪装情绪同样可能会对群体关系产生影响, 
未来研究还可以关注不同的伪装情绪的效价对群

体内以及群体间关系质量的影响。 
4.3  伪装情绪的效价对人际效应的异同 

在实际情绪事件中, 人们往往很难受到单一

类型情绪的影响。目前关于伪装情绪人际效应的

研究大多只关注了一种诱发的情绪。这类研究的

优点是在一个研究中能够很明确地了解某种特定

效价的伪装情绪在人际关系中的作用, 但是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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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研究结论应用范围相对有限, 生态效度存在

一定的局限。比如在多个博弈的研究中都探讨了

伪装愤怒的效应, 研究的结果只是囿于伪装愤怒

成功, 能获得更多让步(Adam & Brett, 2018), 伪
装愤怒失败, 则会失去更多利益(Tng & Au, 2014)。
在这些研究中, 人们能够很明确地知道伪装愤怒

在人际关系上起到的作用。但是这些研究却未将

不同伪装情绪整合起来比较。然而, 实际的博弈

情境往往会涉及多种情绪策略选择, 伪装愤怒并

不是唯一的方式。单一情绪的研究无法针对不同

效价或唤醒水平的伪装情绪进行比较, 从而给出

更好的情绪选择策略。除此以外, 以往也很少有

研究在一定范围内, 同时检验正性伪装情绪和负

性伪装情绪对人际效应的差异。正如前面所讲到

的, 当前关于伪装情绪人际效应尚未形成一致的

结论, 这也很可能是由于研究诱发的情绪类型和

效价不同而导致的伪装情绪的人际效应的差异。

因此 , 今后的研究可以尝试比较在不同情境中 , 
不同效价伪装情绪的人际效应的异同, 同时还可

以探讨对比情绪接受者在不同的伪装情绪效价下

归因方式的异同及其相关作用机制等。 
4.4  伪装情绪人际效应的认知神经机制 
4.4.1  通过反馈对比进行研究 

心理效应的认知神经机制一直是近年来研究

的热门话题。然而, 目前关于伪装情绪效应的认

知神经机制的探讨还相对较少。在以往研究中 , 
研究者们使用了诸如如眼动追踪(Calvo, Gutiérrez- 
García, Avero, & Lundqvist, 2013; Hossain, Gedeon, 
Sankaranarayana, Apthorp, & Dawel, 2016)、脑电图

(Alhagry, Aly, & El-Khoribi, 2017; Murugappan, 
Juhari, Nagarajan, & Yaacob, 2009)、功能性磁共振

成像(Gur et al., 2002)等多种技术手段从认知神经

方面进行了伪装情绪识别的研究。此前, 也有研

究者探讨了伪装情绪认知生理机制。如对人们辨

别真实情绪和伪装情绪的生理过程特征进行比较, 
来揭示伪装情绪的生理机制。再如, 还有研究者

使用眼动技术, 发现了与真笑脸刺激相比, 人们

会在假笑脸的嘴巴和眼睛处停留更长的时间(Calvo 
et al., 2013), 同时, 观察者面对假笑刺激时, 瞳孔

扩张得更大(Hossain et al., 2016)。这些研究都在一

定程度上表明了伪装情绪可能具有不同的认知生

理过程或神经机制。 
然而, 目前鲜有研究直接关注伪装情绪人际

效应的认知神经机制。在日常人际关系中, 个体

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在社会交往中, 伪装情绪接

受者也是情绪表达者, 情绪表达者常常也是情绪

接受者。因此未来研究可以通过提供反馈的方式, 
关注在伪装情绪的情境中, 收到反馈的前后, 作
为情绪接受者以及情绪表达者, 或是再次成为情

绪接受者时的认知生理过程有何异同。未来研究

可以利用更有效的技术手段(如 ERP、fMRI、fNIRS
和 TMS 等), 探究个体在识别伪装情绪过程中 , 
参与认知加工过程的脑区时间进程特征, 以及探

讨促进人们对伪装情绪识别的认知神经干预手段, 
进一步拓展伪装情绪人际关系效应领域研究的广

度和深度。 
4.4.2  从伪装情绪出现的周期性 /偶然性的角度

进行研究 
未来的研究还可以从周期性及持续性角度对

伪装情绪的认知神经机制进行研究。如前所述 , 
组织情境、领导效果中的伪装情绪可能是长期的、

周期性的情绪表达, 博弈过程、亲社会行为中的

伪装情绪一般是短期的、偶然性的情绪表现。根

据对以往的研究的整理, 我们发现, 在组织行为

和领导效果两种情境的研究中, 对于伪装情绪在

相似的情形下对人际关系是否具有消极影响的结

论尚存在很大的不一致性, 而在针对博弈过程及

亲社会行为中伪装情绪的研究中, 伪装情绪对人

际关系不利影响的结论则较为一致。例如, 在针

对组织情境、领导效果的研究中, 伪装情绪不一

定能够达到情绪表达者的最初目的, 但是真实情

绪表达也不一定能促进人际关系发展(Bartsch et 
al., 2018; Groth et al., 2009); 而在针对博弈过程、

亲社会行为的研究中, 我们可以发现大多的研究

结论表明, 伪装情绪被揭露会伤害人际关系质量

并对效益结果产生负面影响(Côté, 2005; Tng & 
Au, 2014)。这些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说明, 长期周

期性的伪装情绪的效应及其相应的认知神经过程

受到更多变量的调节, 有着更加复杂的机制。目

前的研究多使用行为实验观察人们在相应情境中

行为指标的改变, 尚未有研究从周期性或持续性

的角度针对伪装情绪的认知神经机制进行分析和

比较, 也未有研究关注长期或者周期性伪装情绪

是否会引起相关脑区结构或者功能性的改变。因

此, 未来的研究可以针对这些方面的空白创设相

应情境, 探究对比情绪表达者在长期重复, 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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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偶尔使用伪装情绪时的认知神经机制的区别, 
具体可以包括探讨诸如激活的脑区是否一致, 或
是认知加工时间进程是否存在差异等。此外, 还
可以对比由于长期反复使用伪装情绪而产生不同

人际效果的人们, 在使用伪装情绪时的认知神经

机制是否存在差异, 进一步揭示伪装情绪在组织

劳动及领导效果中, 产生不同结论的原因。 
4.5  伪装情绪与文化 

DeVos 和 Hippler (1969)认为人类的心理和行

为是由文化决定和制约的, 因此任何研究都不能

脱离文化背景而存在。而作为心理的重要过程 , 
情绪也受到了文化的影响, 并且和文化相互作用

(Kitayama & Markus, 1994), 对个体的心理行为产

生了深刻的影响。不同的文化背景中, 个体的情

绪表达和情绪理解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比如在对

23 个国家被试情绪调节过程的研究中发现, 集体

主义文化国家的被试在情绪压抑方面得分较高 , 
而个人主义文化国家的被试则得分相对较低

(Matsumoto, Yoo, & Nakagawa, 2008)。也有研究发

现个人主义国家被试在对待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

时更加两极化 , 也就是有更强烈追求积极情绪 , 
以及回避消极情绪行为 ; 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中 , 
这种追求积极情绪, 回避消极情绪的现象则不那

么强烈, 更显得折中平衡(Miyamoto, Ma, & Wilken, 
2017)。虽然探索情绪和文化之间关系研究有很多, 
但很少有研究关注伪装情绪心理行为效应的跨文

化差异。因此, 未来可以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 伪
装情绪对人际关系不同成分的效应。比如伪装情

绪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功能和效应的异同, 或是

如何与亚文化特征相互作用。另外, 不同文化中

的情绪接受者对于伪装情绪的解读方式, 以及不

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判定伪装情绪的阈限值的高

低差异等问题, 都值得未来研究继续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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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personal effects of fake emotion and the way it works 

FENG Roujia; BI Yanling; FU Xiaoli; WANG Jia; LI Mengzhu 
(School of Psychology,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 Key Laboratory of Behavioral and Cognitive Neuroscience 

 of Shaanxi Province,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Fake emotion refers to the process of emotional interaction that people show positive or negative 
emotions in disguise to amplify or suppress the original emotions. Fake emotion is the result of a strategic 
choice. The emotion displayed may not happen at the moment, but sometimes it can be persuasive. Fake 
emotions are common in daily life, but the present research on it is relatively scattered, and there are still 
some disputes about the interpersonal influence of fake emotion as well as its mechanism.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mainly concerns four aspects of the interpersonal effect of fake emotion, including the game 
process, pro-social behavior situation, organizational situation, and leadership effect. The related 
mechanisms include the affective reaction of the emotion receivers and the inner process of “speculating 
others’ emotions by their own standard”. Future research can focus more on the deep and systematic study of 
fake emotion on the emotional receiver, group fake emotion, the valence of fake emotion, cognitive neural 
mechanism, culture background, and so on. 
Key words: fake emotion; emotional strategy; emotion perception; emotion interaction; emotion re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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